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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中心观”在早期东亚治理实践中的影响与作用

鲍 雨

摘 要:近代以前,“华夏中心观”深深植根于东亚国家的意识形态中,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了以中

国为主导的朝贡体系,对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国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在 “天下观”和等级

制等观念的影响下,中国长期未能形成正常的对外交往关系,阻碍了早期现代化进程;但是在国力

悬殊的情况下,古代中国也未将除遵从形式上的尊卑秩序以外的实质性义务强加于小国之上,其

“大而不霸”、“和而不同”等精神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具有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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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中心观”(也称 “华夏中心说”“华夏中心主义”等)发源于先秦时期,至鸦片战争后逐渐淡出

历史,是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长期占据统治性地位的对外关系思想。这种观念认为,华夏族聚居的区域是

世界的中心———即 “中国”,较为偏远的周边各族则为 “蛮夷” “番夷”之列,两者之间存在着文化的高

下差异之分,但共同构成 “天下”,中国的皇帝因而称为 “天子”。古代中国在 “华夏中心”思想的影响

下,对朝鲜、越南和日本等主要对象国进行了以朝贡体系为主要形式的近代早期①东亚治理实践。伴随着

民族的发现与国家的形成,认为自己属于华夏 (或中华)共同体且承认中华文明优越性的观念为东亚文

明圈的各个成员提供了文化认同感,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东亚各国的政治实践。

一、“华夏中心观”的历史内涵

华夏中心观的产生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背景,甚至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原始公社后期,黄帝统一黄

河流域各个氏族部落,华夏族的基础得以奠定[1]。因此,华夏中心这一观念起初界定的主要是黄河流域、

尤其是聚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差异。在人类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

华夏族群依靠适宜的水、土壤和气候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起了以种植和养殖为主的农耕文明,在经济

发展、人口扩大的同时文明程度也不断提高,逐渐在与其他族群往来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自我优

越感和本位意识,甚至对其他尚处蒙昧的民族产生了居高临下的态度: 《礼记》中提出了 “北狄、南蛮、

西戎、东夷”的说法且称之为 “四罪”,《孟子》中有 “莅中国而抚四夷”、“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

夷者”的言论。由此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社会精英群体就已经产生了 “华夏”与 “蛮夷”相对立的观

念。秦汉时期,广阔的地域与开放性的民族政策使得大量蛮夷部族和中原地区人民逐渐融合,华夏的地

理概念得到了扩大,具体过程不在本文中赘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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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世界史的阶段划分方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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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孟提出儒家夷夏观,汉代儒家学说成为正统以降,建立在地理中心主义上的文化中心主义也成

了华夏中心观的重要部分[3]。“华夏”与 “蛮夷”的对立实际上并非以不同的种族为划分基础,而是建立

在文明或者说文化的高下之上。华夏族与蛮夷之间存在着源远流长的血统混杂现象,夏商周三代以及战

国众多诸侯都有中原子孙杂布夷狄[4]。韩愈曾对 《春秋》笔法进行概括:“孔子之作 《春秋》也,诸侯用

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以看出,儒家在对待族类时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即以 “礼”

作为分辨 “夷”与 “中国”的标准,尊奉周礼或归依儒家正统的夷者亦可被视为华夏的同类,否然则彻

底地视之为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始终把道德与伦理混为一谈,又把伦理与政治画上等号,导致了政

治上的国家观念与文化上的民族观念长久地杂糅在一起,国家观 (更准确地说是 “天下观”)甚至往往

隐没了民族观。当代学者赵汀阳在 《坏世界研究》一书中提到,“由秦汉所奠定的中华帝国结束了天下体

系,终结了周朝开创的世界政治思路。……中华帝国在观念上虽沿袭天下概念,仍把中原以外的其他地

方看作是天下的一部分,但在实际制度上已经重新理解了天下的内外远近关系从而削弱和修改了天下概

念。……汉以来的进贡体系虽仍然体现了天下观念的影响,但天下观念已被歪曲,大一统帝国这一新身

份使原来的文化边界变成了政治边界,原来文化性的华夷之别变成了政治性的华夷之别。”[5]这阐述了秦汉

以来 “天下”概念发生的嬗变,隐含了华夏中心观念内涵的扩展进程。由于传统社会惯于将儒家的伦理

与文化视为最完美的 “典范”并以对其的应用作为界定 “我族”和 “非我族”的标尺,华夏中心观和

“中国”的概念难免染上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这就导致了历代王朝统治者在倡导民族融合与维护民族利

益时存有非理性的态度,例如将割地视为对 “夷狄”的赏赐等;此外,异族政权入主中原时一旦奉行儒

家的礼乐教制,就也能获得文化正统的合理性,巧妙地掩盖住 “以夷变夏”的事实。如明代史臣曾对忽

必烈作出 “(世祖)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的积极评

价,可见身为汉人的史官不仅不认为宋被少数民族政权所灭是 “以夷犯上”,反而因忽必烈采纳儒术而视

之为 “以夏变夷”,值得嘉奖[6]。清朝的满族统治者更是身体力行地学习汉族文化,既是出于获得汉族人

认可的需要,也带有主动吸收华夏文明的优越性的自觉。这对促进各民族融合、丰富中华文明传统是具

有进步意义的。但也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的积淀,华夏中心观中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不断得到助长,以

至于自视为天下中心的中国与悄悄嬗变中的客观世界逐渐脱节。

华夏中心的观念自然也包含了古代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传统的中国政治不具有近代西方民族国

家的主权边界概念,也不存在宗教性的边界,社会与政治都可以靠共同的文化来实现无限的延伸。儒家

一贯将 “家”认定为社会系统的基本构成单位, “国”是 “家”的延伸,而 “天下”又是 “国”的延伸。

因此,比照西方形成的 “个人—国家—国际”这一政治框架,古代中国将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塑造成了

“家—国—天下”的结构[7]。中国式 “天下观”虽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其政治伸展度与包容性都优于

西方政治思想,华夏中心观在这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

二、早期东亚治理实践中的 “华夏中心观”

“早期”这一时间概念具有极强的相对性。公元前3世纪,在儒家伦理观的影响下,中国就在东亚、

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形成了一种以宗藩朝贡制度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秩序。尽管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实践成

果不仅限于朝贡制度,但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 (JohnKingFairbank)曾指出:“无论由中国人还是由夷狄

统治这个帝国,朝贡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方式”[8],并在中华帝国自拟的中心性和优越性———亦即 “华

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的假设之上,认为中国和东亚其他政体之间存在着 “等级式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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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秩序[9]。虽然费正清构建的朝贡体系框架在学界具有一定争议性,但朝贡体系无疑最为集中地体现

了华夏中心的观念。因此,本文基本按照朝贡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界定 “早期东亚治理”这一概念。

在朝贡制度中,中国居于 “天朝上国”的地位,周边各国属于 “藩属国”,各国王室需受中国 “册

封”,由中国赐予印玺等以示正统,并要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及定期纳贡。这种形式上不平等的秩序背后

是各藩国实质性的自主权,即可以自愿选择效仿中华文明的程度,保留本土文化传统,也能在承认中国

优越身份的前提下保持独立地位,几乎不受到任何政治控制或压迫。这与西方历史中宗主国和殖民地之

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华夏中心观”在不同程度上为东亚国家提供了工具性作用:一方面,“华

夏中心观”为各国的国内政治实践提供了便利,无论是借鉴中华帝国相对成功或先进的制度试验,还是

利用已经较为成熟的儒学话语体系,都有助于统治精英对自身合法性的维护;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更可

在东亚国际秩序中以对 “华夏中心”的拥护作为与中国交际或博弈的筹码。例如越南通过积极主动的跟

随姿态使中国相信其是 “文明国家”,从而免于被征伐或排斥的危险;朝鲜也是通过主动且高程度地效仿

中国来获取更多的外交红利。日本效仿中国的程度相对较低,但其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承认乃至崇拜则

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治理经验给日本提供了可参考的范例,尤其对幕府时期的日本产生了深远持久的

影响。在此期间,日本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并有选择地吸收借鉴,更在中国观的影响下形成

了 “日本是单一国家”的强烈意识[10]。

华夏中心观深深植根于早期东亚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成为东亚朝贡体系得以维系的深层原因。朝鲜

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认为中国 (时为明朝)既是军事、政治、经济强国,也拥有先进的文明。为了获

取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巩固国内精英的利益,以及出于跟中国进行贸易的目的,统治者选择了儒学治国

之路。在此过程中,新王朝的创建者们怀着一种 “在朝鲜建立仅次于中原大中华的 ‘小中华’”之信念,

要在朝鲜建设所谓的 “东周”[11]。朝鲜因而成为中国主导下的东亚秩序的最积极建设者,与中国明、清两

朝的关系更被视为的 “朝贡模范”。朝鲜希望通过与中国趋于同质化来凸显自身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差距,

从而提高朝鲜在东亚秩序中的地位,甚至认为只有在某种程度上符合 “文明”标准的国家才拥有对中国

例行朝贡的资格。明朝灭亡后,李氏朝鲜自认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视清朝为蛮夷,并希望产生以自己

为文明中心的、新的华夏治理秩序。德川幕府时的日本自认为形成了独立于中国朝贡体系的、包括朝鲜

和琉球等在内的 “日本型华夷秩序观”;越南自独立以后常以 “中华” “华夏”自居,打着 “以夏变夷”

“改土归流”的旗号出兵周边国家和地区,迫使柬埔寨国王接受汉姓并将夷名 “柴棍”改名 “嘉定” (今

胡志明市),甚至视中国为北朝、自称南朝,认为南北 “各帝一方”①。19世纪,阮朝视欧洲人为蛮夷,在

英国人请求定居、通商等时,阮世祖以 “夏不杂夷”为理由拒绝②。此 “夏”已是越南自指。

当然,朝鲜、越南及当时其他东南亚国家 (如老挝等)仍忌惮于中国的现实威胁,出于国家安全的

实用考量而不得不安守于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之内,只有日本始终以相对独立的姿态游离于朝贡体系之

外。三国时期,魏帝曹睿封当时日本的女王卑弥呼为 “亲魏倭王”,倭王所治的邪马台国也沿承了 “倭

国”之称直至大化革新。大化革新前,儒学思想传入倭国并对其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统治者已经产

生了以天皇为中心治理 “小天下”的想法。自公元630年起的两个半世纪中,日本在向唐朝派遣了共计

十几次遣唐使后,于894年开始拒绝继续履行朝觐的义务。至圣德太子时,尽管实际国力相差悬殊,日

本却在中国皇帝前自称起 “日出处天子”和 “东天皇”,而将隋朝统治者称为 “日没处天子”及 “西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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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出自 《平吴大诰》:“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
出自 《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纪·卷二十四》:“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

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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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12]。但到了室町幕府时期,出于对华贸易和巩固国内政权合法性的功利目的,日本又开始寻求向明帝

国治理下的东亚朝贡体制靠拢,接受中国的册封。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急切地希望通过和东亚国家

(主要是中国)的贸易往来获得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明朝海禁限令的压制下选择了侵略朝鲜,试图

通过武力来改变自身在东亚秩序中的地位并占领市场。总体来说,日本在朝贡体系中的表现反复无常,

对中国的态度往往自相矛盾,但华夏中心观和中华文明的影响已经深入其骨髓。即使在加入以西方国家

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之后,日本仍怀有建立以日本为中心、辐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 “大东亚共荣

圈”。日本儒学家内藤湖南曾宣称:“……正如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江南一样,在现代,文化中心

移到了日本,故应将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作为新的中国文化加以酝酿。”①

1885年 《中法越南条约》的签订终结了中越宗藩关系,1895年 《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中朝朝贡

关系的结束,中国主导的传统东亚秩序走向崩溃,但中华文明给东亚各国带来的政治、文化、社会心理

等方面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隐藏在早期东亚秩序之下的华夏中心、等级制、事大主义等观念作为一种

特殊的地域文化,深深扎根于东亚国际关系中。

三、“华夏中心观”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

华夏中心观是 “异源同流”的东亚各国产生文化认同感的来源,为自愿接受中华文明的国家和社会

提供了富有凝聚力的精神纽带。但是,华夏中心观却存在着开放和自我封闭并存的内在矛盾性:当中国

国力鼎盛时,华夏文明便以超越种族、国界和信仰的姿态辐射并慑服其他国家与社会,在扩展儒家伦理

秩序的同时以开阔的胸怀容纳和吸收其他文化;当中原王朝国力衰微时,则倾向于选择闭关自守,以民

族意识为防御工事来阻挡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碰撞,这时华夏中心观就显出其盲目排外和消极保守的一面。

当代学者郭洪纪将这种现象概括为 “(华夏中心观存在着)向世界主义扩展和向国家主义退守的两种文化

机制的制衡”[13]。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观念中的保守性逐渐超越了其进步性,明清时期更是对中国历史

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

明代以前,中国的文明显著高于周边各国甚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以 “天朝上国”自封有其历

史合理性,并非夸诞之语。明清时期,朝贡体系开始经历由盛转衰的过程,中国对自身文明优越性的估

计没有跟上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对华夏中心观的盲目坚持演变成了固步自封乃至夜郎自大,导致了惨痛

的历史后果。此外,古代中国没有形成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亦与华夏中心观和无限延伸的天下观密不可

分。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忽视藩国主观能动性,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

国家之间形成的是等级制政治秩序,通过高高在上的 “册封”“羁縻”等手段对别国地位加以承认,认为

外国对中国仅是 “朝贡”、中国对外仅是 “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②。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认为

世界上既没有竞争者,也没有能和中国平起平坐者:“中国统治者的职责是把所有其他统治者当成自己的

臣属。”[14]国家中心主义和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朝贡体系发展的整个历程中,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

处理民族和对外关系的重要依据。作为对承认中国强大地位和中华文明优越的国家的嘉奖,古代中国秉

承 “厚往薄来”“求诚不求利”的原则和心态给予它们丰厚的物质馈赠以示 “赏赐”,乐见其对中国心怀

崇敬与感恩,不对 “藩属国”进行经济剥削或要求其承担何种实际义务。直到鸦片战争,中国人才被迫

将防止 “以夷变夏”的观念转变为与世界接轨的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领土完整的思维,也终于在国家安

·55·

鲍雨:“华夏中心观”在早期东亚治理实践中的影响与作用

①

②

转引自 [日]沟口雄三.现阶段及21世纪日本的中国研究课题 [A].21世纪中国与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15.
出自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迄乾隆五十年,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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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用 “中外”观念取代了 “夷夏”,逐渐接受了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

江泽民曾在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维系中国各民族统一大家庭而且世代传承的

纽带主要有三:“一是国家的长期统一;二是各民族相依共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三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抵

抗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的休戚与共关系。”这段话实际上揭示出了以华夏中心观为代表的传统

民族观念纽带具有的双重性特点:一方面,和而不同、相依共存的各民族文化认同超越了中国传统社会

中单纯的自然认同 (包括血缘认同与乡土认同)的狭隘性[15],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国家认

同的内涵,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形成与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将政治上

的国家观念与文化上的民族观念的混同导致了民族意识中整体利益目标的缺乏,直接后果是对待其他文

化和其他民族的非理性态度,而导致的间接后果就是华夏民族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被动性,即:华夏文明

的成员只有在受到外来威胁而危及生存时才会形成强烈的排他性和民族意识。例如清初满族统治者掌权

后实行的 “剃发易服”政策遭到汉族士子的强烈排斥与抵抗,在加剧满汉民族矛盾的同时,以十分残酷

的代价将汉族团结在了一起;同时,统治者很快意识到将儒家伦理道德融入异族政权即可 “跻身正统”

的现象,用温和的文化手段进行怀柔有利于民族矛盾的化解,实际上还是用借鉴儒学的外衣来掩盖暴力

统治的事实,这也不得不说是华夏中心观模糊、消解了国家主权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

儒家国际秩序为东亚文化圈内部带来了长期的高度稳定,而且宗主国越先进,其宗主地位越稳固,

国家间关系也越稳定。但在传统国际秩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天下”的地理概念逐渐扩大,由中国周

边国家、东亚地区发展到全世界范围。在此过程中,以中国为秩序中心的影响逐渐弱化,中国一手打造

的垂直型朝贡体系最终为基于国家间平等互利的横向关系所取代,传统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依靠经济或

文明认同等维系的松散关系转变为有国际法制约的、属于主权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因此,当代中国在参

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时应以世界整体为思考出发点,而非国家中心主义或地区主义[16]。传统观念中的

不合时宜之处必然为时代所淘汰,但中国传统秩序观中有价值的一面对当代国际秩序观的构建同样具有

启示性作用,正确评价华夏中心观有助于今日以更长远、更全面的眼光看待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在近代早期的东亚,中国影响了以朝鲜、越南和日本等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建设进程和社

会实践,并在国际关系领域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儒家秩序,即 “帝王居中,抚驭万国”。最值得肯定的是,

中华文明在具备充分的优越性的同时并不施行改造世界、强行输出价值观的理念,而是允许邻国按照自

己的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修正后的自愿效仿及保留自身的本土文化。这种秩序中除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哲

学观念,也不难得见道、法、墨等其他中国古代学派思想的影子。例如道家的 “以亡 (无)事取天下”

“清静为天下定”,认为 “无为”之治是最高尚的政治,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中国国内政治,更在中国主

导的早期东亚社会秩序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墨家的非暴力论从内政方面强调 “兼爱”,从外交方面强调

“非攻”,从反对诸侯征战到反对国家间不合乎义的兼并战争,使得近代中国除在平定游牧民族制造的边

境冲突时,很少选择发起干涉性战争的方式改变他国实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贵

和理念,为中国的和谐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 “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等甚嚣尘上的今天,古

代及近代中国的 “大而不霸”及其在处理与邻国关系时的实用主义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曾是近代东亚国际秩序的主宰者,在朝贡体系解体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西方主导的国

际秩序的被动参与者。但是,随着当代中国的快速成长,中国将成为国际新秩序越发积极的参与者,并

主动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构建者之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古代中国对礼仪道德

和大国责任的强调无疑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作为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不仅会在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的基础上承担国际道义与责任,更将秉承 “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理念,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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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xiaCentralismintheGovernanceofAncientEast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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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axiaCentralismisdeeplyrootedintheideologiesofEastAsiancountries.Basedonthis,the

tributarysystemledbyChinahadagreateffectonpoliticalpracticesinKorea,VietnamandJapan.Under

theinfluenceof“Tianxiaview”andotherconceptssuchashierarchy,Chinafailedtoformnormaldiplo-

maticrelations,hinderingtheprocessofearlymodernization.However,nordidancientChinaimposeany

substantiveobligationsonsmallcountries,exceptforrespect.Her“seekingharmonybutnotuniformity”

hascertaininstructivemeaningforbuildinganewinternationalpoliticalandeconomicorder.

Keywords:eastAsianregionalgovernance;HuaxiaCentralism;thedifferencebetweenChineseandbar-

barians;Confucianism;thetributarysystem
(收稿日期:2015-11-20;责任编辑:朱世龙)

·75·

鲍雨:“华夏中心观”在早期东亚治理实践中的影响与作用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DZ19\D\孙桂云\常州大学学报(社科)\2016\第1期 校样 排版:孙桂云 时间:2016-03-25


